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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技术与社会：
多维技能变迁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臧雷振　 温宇涵　 陈　 浩

内容提要　 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相互建构，带来数字时代复杂的技能变迁。 文

章从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两重视角对技能进行解构，揭示技能变迁的影响路径。 技

术属性强调抽象技术对个体技能的差异化影响，生产方式转型会导致劳动者技能退

化，而生产工具变革与知识迭代则会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 社会属性呈现社会要素

对个体技能的重塑，而工作环境变迁对岗位技能要求的压力传导，促进劳动者技能

提升。 技能变迁的具体类型按照劳动者技能转移过程中的数字技术冲突性与劳动

者技能掌握层次中的数字社会融入性可分为去技能化、技能停滞、技能提升、再技能

化四种类型。 但技能变迁呈现的非对称性、非同步性特征，衍生出社会不平等加剧、

替代效应扩张、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停滞等方面挑战，需要决策者重视劳动者数字

技能提升以缓解人机冲突矛盾，平抑技能变迁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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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社会变革及人类劳动技能的重塑。 １９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生产的诞

生及其大规模运用显著解放了生产力，机器开始替代工人。 技术进步革新了生产工具，转变了生产方

式，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引发学者对机器自动化所导致的工人去技能化趋势的担忧。 直到今天，去技

能化趋势所引发的忧虑仍在进一步蔓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

字技术颠覆性变革中面临去技能化的失业危机与再技能化的学习困惑。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未来就业报告（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未来五年，全球工作岗位的数量将下降约 １４００

万个。①数字技术进步与数字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就业岗位结构性调整，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提出了新

的挑战。

有研究者认为，技术变革造成了去技能化的“悲观现状”，技术进步并未为个体带来绝对的技能提

升，反而导致个体技能存在被技术解构或替代的风险，大部分劳动者沦为赫拉利笔下“没有任何经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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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的无用阶级。① 也有研究者认识到技术进步有

助于个体实现再技能化，即新技术的运用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同时，对个体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

劳动者技能的整体迭代，带来社会整体技能水平的提升。

纵观技术与社会现实发展脉络，劳动者技能并非遵循去技能化或再技能化的单极线性变化，而是呈

现出多维变迁趋势。 如以强调技术发挥主导作用的技术决定论，抑或是主张技术是被社会形塑的社会

建构论。 但这类研究往往聚焦于技术或社会单因素影响。 这使得学者在实践中更关注数字社会下劳动

力需求变迁、工资待遇等要素对劳动者的具化影响，而缺乏从兼顾技术与社会的整体性的视角对数字社

会转型如何影响劳动者技能变迁，其中又呈现何种特征等问题的深度剖析。 因此，有必要将技能变迁置

于“技术—社会”整体性视角下探讨，以揭示数字时代下劳动者技能变迁的完整图景。

本文从技能的技术属性维度与社会属性维度出发，阐释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影响技能变迁的塑造

路径，根据劳动者技能转移的数字技术冲突性和劳动者技能掌握层次的数字社会融入性等不同维度组

合，将技能变迁划分为去技能化（ 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技能停滞（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技能提升（ ｕｐｓｋｉｌｌｉｎｇ）、再技能化

（ｒ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四种类型。 通过分析技能变迁过程中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时代对

劳动者技能的影响，为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二、文献回顾

技能变迁受技术与社会两因素驱动。 首先，技术变迁推动技能结构转变。 技术变迁可视为“间断—

均衡”的过程，技术创新产生“断点”，既展现新技术自身发展，也体现为新旧技术之间的竞争、更替与平

衡，②进而带来技能结构转变。 其次，社会要素变革对技能结构的重塑，是社会系统要素变化与技能结构

之间相互调试的过程，如零工经济的兴起催生灵活就业，传统工厂固定的就业形式受到冲击，③进而影响

不同技能层次的群体。 本质上，技能变迁暗含了技术与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内在张力，故正确理解技能

变迁需要将其置于“技术—社会”整体框架下进行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技术与社会从属关系演变出两条阐释进路：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 将技术

作为分析原点剖析其对技能的影响，形成技术决定论的分析视野。 而沿着技术是否具有完全独立性这

一问题，还可以将技术决定论分为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 前者以埃吕尔为代表，认为技术具有

绝对自主独立性；而后者以温纳为代表，强调技术的相对独立性。④ 无论是强技术决定论还是弱技术决

定论，二者均遵循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假设，认为技术是塑造技能变迁的核心自变量。 如技术偏向

性的技能变革假说（Ｓｋｉｌｌ Ｂｉ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ＢＴＣ）认为，由于技术的非中立性，技术进步对熟

练劳动者（ｓｋｉｌｌｅｄ）的促进效应大于非熟练劳动者（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⑤技能溢价水平逐渐上升。⑥ 随后，学界逐

步形成以布雷弗曼为代表的去技能化主流观点，反映了新技术所引发的劳动者技能的降级趋势，“机器

换人”的替代效应加剧，从事程序化、重复性劳动的蓝领与白领面临较高的被替代风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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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变迁中社会要素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转向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

将技术视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认为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发挥作用。 同时，社会建构论强调

社会对技能的主导优势，认为社会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赋予技能以基本特征和意义，故技能实践需要建

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① 围绕社会是否完全掌控技能，社会建构论又划分为极端社会建构论与温和社

会建构论这两种观点：前者抹杀技能的自主性，认为技能完全由社会控制；而后者则在肯定社会要素对

技能变迁影响的基础上，并不否认技能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社会建构论主要关注社会要素对技术与技能变化的影响，如技术偏向性的组织变革假说（ Ｓｋｉｌｌ

Ｂｉａ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ＢＯＣ）认为新的组织实践扩散，提升了对技能熟练劳动者的需求，既需要劳

动者在给定职业中执行更多种类任务，又需要其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轮换，②体现劳动者再技能化的升级

趋势，强调市场经济等社会要素对新技术的适应创新和变革能力。 新技术推动新产品需求的增长，扩大

了劳动力的需求，③而劳动者必须掌握新的生产工艺、流程等知识才能在激烈的职业市场中生存。 如自

动化促进劳动力结构转型，是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取代低技术工作的过程，有助于提升企业员工的技能

水平，促进劳动者技能升级。④

无论是从技术决定论还是从社会建构论出发，都无法透视技能的完整变迁趋势，技能变迁的核心自

变量仍亟须综合性、全面性解答。 因此，谱系中央的弱技术决定论与温和的社会建构论演化而成的“技

术—社会互构”的理论导向突破了二元割裂的对立观点，主张将二者视为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如

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及休斯的技术动量论（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等，需要将技能变迁置于技术—社会

的整体性框架下进行审视。⑤ 故此，本文将综合技能的技术属性维度与社会属性维度建立分析框架，探

索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塑造技能变迁的路径以及技能变迁的不同类型。

三、技术视角 ＶＳ 社会视角：不同维度下的技能属性及其变迁路径

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共生系统，在各自拥有相对独立领域的基础上，二者之间是相

互包容、相互嵌入的互动关系。 技术进步既是推动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

择，而社会转型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环境，也是促进技术进入下一轮变革周期的重要前提。 劳动者为

技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主体，这决定了劳动者技能带有技术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劳动者技能

受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转型催生的生产结构、生产

需求等方面变迁促进对劳动者技能的形塑。

１． 技能的二重属性：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

技能的技术属性强调抽象层面的技术对个体技能的影响，而技能的社会属性则体现社会变迁通过

改变社会要素、情景重塑个体技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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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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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 １５１９ ～ １５３０．
吕洁、杜传文、李元旭：《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倒逼一国制造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吗？ ———基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 ２２ 个国家的经

验分析》，《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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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技能的技术属性

从技术自身的抽象意涵出发，根据技术的三个不同层次进行阐释，第一层次将技术等同于实体化的

人造物（Ａｒｔｉｆａｃｔ），如日常生活中包括计算机、汽车等随处可见的物品；第二层次将技术看作一种人类，如
制造、设计等活动；第三层次则将技术视为一种专业知识，如机器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知识。① 技术包含具

体与抽象两种主要内涵，其一是技术的具体化表达，如人造物等同于技术，偏向技术的实践结果；其二是

技术的抽象化表达，将技术抽象为技术实践中的知识、经验体现，偏向技术的实践过程。 抽象化的技术

意涵表明了技术与技能的紧密联系，当技术被视为一种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时，知识、经验等抽象

物与技能高度重合。 “既要懂得进行某一种生产工作时所需用的材料和过程，在实际操作时又要做得熟

能生巧”，②体现出技能是使用技术方式的抽象化知识与经验提炼。
技能的技术属性代表劳动者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及应用能力，是个体将技术转化为具体生产实践的

过程，强调技术在技能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创造新技术是新技能生成的前提，技术迭代促进新

知识的生产，劳动者吸纳新知识转化为个体层面的技能提升；另一方面，新知识的运用与实践需要一个

内化过程，只有掌握特定技术的知识并运用到生产实践中的劳动者才能被定义为拥有某项技能。 在技

术属性维度，拥有一项技能需要遵循“技术更新—知识调整—技能变迁”的转化路径，即经历从技术扩散

到知识变革再到个人技能变化的转变过程。
（２）技能的社会属性

社会维度的技能意涵主要从技术实践的客观环境出发，将技能视为社会情境要素的载荷单位，强调

社会因素的形塑作用，休斯将“技术—社会系统”中的社会要素定义为除技术硬件或软件外的部分，由机

构、价值、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政治和经济等内容构成，③如技术人员、政治家等不同社会群体或行动者

通过显性或隐性方式进入技术的塑造过程，为技能创造应用环境。
据此，技能的社会属性展现出劳动者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技能变迁方式，强调技能

应用环境的重要性。 一方面，技能变迁来源于宏观社会要素变动，如劳动力供需关系的调整，包括产业

结构调整、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形成宏观层面塑造技能变迁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要素变动引

发劳动者微观工作环境变迁，劳动者在逐步嵌入不同工作环境的过程中调整自身的技能，形成微观层面

塑造技能变迁的推力。 在社会维度中，技能变迁依据“社会变革—环境塑造—技能变化”的转化路径展

开，即遵循社会变革到情境变化再到个体技能变化的转变过程。
２． 数字时代中的技能变迁路径

技术与社会互嵌分别对技能变迁产生负向退化或正向促进影响。 数字技术的涌现进一步构成对生

产过程的显性影响，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而数字技术对劳动者个体技能的影响体现在“人机”关系，取
决于机器对劳动者技能的替代性。

从生产方式角度看，负向退化意味着数字技术带来个体技能降级，技术进步促进具体知识与实践操

作呈相互分离的趋势，生产中涉及的复杂知识向设计生产流程的工程师、经理人手中转移，挤压或取代

体力劳动技能。 此后，劳动者仅需根据明确的规则或代码进行操作，而无须掌握具体的原理性知识或进

行复杂的思考与创新等脑力劳动，人类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致使劳动者个体技能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呈现人机关系的冲突性。

从生产工具角度看，数字技术推动生产工具革新，要求劳动者个体掌握新技能以熟练操纵、运用新

①
②
③

Ｒ． Ｅ． Ｇｏｏｄｉｎ， Ｃ． Ｔｉｌｌｙ， ｅｄｓ． ，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６８２．
［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 年，第 ２２３ 页。
杨海红、邱惠丽、李正风：《托马斯·休斯“技术—社会系统”思想探微》，《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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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工具，体现数字技术的正向促进效应带来的技能升级，即生产技术的升级促进个体知识和技能迭

代。 数字化生产工具的使用门槛提升，要求劳动者知识与数字技术发展保持同步演进。 同时，劳动者依

靠数字技术工具赋能来延展自身的生产能力边界，体现人机关系互补性。 如人机协作的深化模糊了“熟
练工”与“非熟练工”的界限，生产工具的数字化要求劳动者对维修技巧、机器管理等复杂知识有更为深

入的把握，而非局限于“熟练工人”对简单操作的熟练程度，包括数控机床、数字化生产线等高度复杂化

的精密仪器要求劳动者需要熟练掌握相应的基础原理与操作知识才能投入生产实践。
然而，社会作为“软”层面的系统为技能变迁塑造适配环境，强调宏观社会要素变动与微观工作场景

变化对生产关系的隐性影响，具体包括生产结构与生产需求两个层面。 从生产结构角度看，数字社会对

劳动者个体的负面影响体现在社会分工对劳动内容的拆解，引发劳动者技能降级。 伴随信息技术的拓

展与全球化分工的深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改变了现有劳动结构，通过对工作内容进行解构，
形成更加松散、灵活的劳动结构，迈向以众包（ｃｒｏｗｄ －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为代表的高度分散化的分工模式。 “上
级发包—下级接包”的运作流程将原先具备一定技能要求的复杂工作职责解构为多个由低技能劳动者

与数字技术共同执行的工作任务，形成高度碎片化、低技能的工作，使劳动者技能呈现降级趋势。
从生产需求角度出发，数字社会的转型推动劳动者具体工作环境的变化，是劳动者通过提升技能以

适配工作环境变化的过程，体现劳动者技能的升级趋势。 一方面，数字社会对工作环境进行重构，如伴

随数字技术渗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在场推动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向高度智能化、复杂

化、远程化转变，劳动者需要具备新的技能应对工作环境转型；另一方面，数字社会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工

作岗位，强调劳动者技能与数字技术强相关，要求劳动者进行技能迭代以匹配工作岗位需求，如算法设

计师、互联网营销师、战略分析师等诸多新岗位的出现对应聘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图 １ 呈现了数字

社会与数字技术双重影响下技能变迁的路径。

图 １　 数字社会与数字技术影响技能变迁的路径

四、数字时代的技能变迁类型

数字时代技能变迁的具体类型涉及劳动者个体技能与数字技术冲突性、数字社会融入性的不同类

型组合。 从技术维度出发，技能变迁取决于劳动者技能与数字技术的兼容程度，即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

者技能的挤出效应。 技能涉及技术复杂性与个体自主性两个方面，前者决定了具体工作的复杂程度，如

所需的技艺、灵巧性、工序等，后者则是根据生产或工作过程中的自主判断而进行个人决策。① 数字技术

的应用实现知识与操作的分离，人类原本掌握的部分技能交由机器处理，如运用电脑处理复杂运算，人

类仅负责数据录入、点击鼠标等简单内容，意味着人类部分技能向数字技术转移。

① Ｈ． Ｒｏｌ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５， ｎｏ． ２， １９９０， ｐｐ． １０７ ～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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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数字技术剥夺劳动者个体发挥自由裁量权的空间。 专业技能不仅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

经验，故需要个体具有判断、解读以及不断应对动态情景变化的能力，①即劳动者个体应具备在具体工作

情景中运用自身技能的空间。 数字技术通过知识与操作的“手脑”分离实现体力劳动的外在机械化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通过对人脑智能的部分替代实现脑力劳动的内在机械化（ ｉｎｎ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以机器

裁量权挤压人类裁量权的运作空间，实现对劳动内容的控制。 因此，数字技术与个体技能的兼容程度显

示了二者之间冲突性的高低。 高冲突性体现为劳动者技能向数字技术的完全转移，人机关系呈现替代

效应，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强；低冲突性则是劳动者技能的部分转移，人机关系呈现互补效应，工作情境仍

然需要劳动者个体发挥技能的自主性，劳动者的替代性弱，其依然能够控制劳动内容。

从社会维度看，技能变迁取决于劳动者技能的数字社会融入程度，即数字社会的吸纳效应。 技能不

仅涉及工作范围、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也代表了相应的社会地位，②决定了劳动者在数字社会分工以及劳

动结构中的地位，即个体技能变迁是否能够适应数字社会的变革。 数字社会要求劳动者掌握数字技术

的操作与相关知识以应对生产需求变化，数字社会的融入性取决于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掌握技能的层

次。 由于部分工作中的自动化存在技术瓶颈，涉及感知、创造、社交等要求的工作任务无法实现自动化，

故位于技能阶梯顶端、掌握复杂脑力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对技术替代拥有一定的免疫力。③ 因此，数字社

会融入性涉及社会分工中劳动者技能层次的考量，即劳动者掌握简单重复性操作的技能还是设计、创造

等一系列复杂运用的技能。

当然，劳动结构地位决定了劳动者融入数字社会的难度。 位于劳动结构底端的劳动者囿于教育水

平与教育资源的差异长期从事常规性、重复性的体力或脑力的简单劳动，技能层次提升的难度相对较

高，向高层次劳动结构流动的能力受限。 而劳动结构顶端的劳动者主要从事非常规性、非重复性的复杂

脑力劳动，通过教育、培训实现技能提升的难度相对较低。 据此，劳动者个体技能对数字社会的适应程

度代表了融入性，低融入性意味着劳动者掌握的技能层次较低，无法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趋势，高融入

性则说明劳动者掌握的技能层次较高，能够通过技能提升迎合数字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见图 ２）。

图 ２　 劳动者技能变迁的不同结果

１． 高冲突性—低融入性：去技能化（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数字技术的高冲突性体现在“机器换人”中人机对立的加剧，特定岗位劳动者受机器的挤出效应影

①

②

③

Ａ． Ｓａｎｄｂｌａｄ，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Ｗｈｅｎ Ｗｏｒｋ 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Ｉ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５， ２０２３， ｐｐ．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３．

Ａ． Ａｇｎｅｗ， Ｐ． 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３， １９９７， ｐｐ． ３１７ ～ ３２４．

Ｃ． Ｂ． Ｆｒｅｙ， Ｍ． Ａ．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Ａｒｅ Ｊｏｂ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ｖｏｌ． １１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５４ ～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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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导致掌握的劳动技能退化，呈现去技能化趋势（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劳动者被机器替代或充当机器的辅助者。

人机分工细化与自动化渗透将劳动者的技能拆解为常规性的简单体力劳动与非常规性的复杂脑力劳动

两种形式，数字技术通过一系列程序编程、分析系统等方式模仿人类生产过程，将劳动者承担的劳动内

容与劳动技能剥离出来，随着工作任务内容的细化与机器应用程度的提升，“机器换人”的去技能化从机

器导入初期的体力劳动剥离向高度自动化的脑力劳动剥离演进，逐步实现人类技能向机器的完全转移。

以制造业一线工人为例，低技能劳动者或无技能劳动者在人机互动关系中处于辅助地位，劳动者的技能

逐渐向机器集成，演变为生产过程中的零部件。

数字社会的低融入性代表劳动者掌握的技能层次止于浅表，游离于数字社会发展的边缘。 技能掌

握层次决定生产过程中权力分配与劳动过程的控制水平，而数字技术的马太效应导致处于技能层级底

端的劳动者逐渐失去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能力。 数字社会加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不平等性，处于技

能阶层高位、掌握复杂专业技能的精英负责系统设计、制定规则和秩序，通过掌控技术机器从自上而下

的视角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技能阶层底端的低技能劳动者属于受控制者的角色，企业管理者可通

过削减培训投资的成本或直接监督以加强劳动过程的控制力，使低技能劳动者仅仅具备按规则完成重

复性操作的技能，削弱了劳动者抵御机器替代效应的能力。 同时，低技能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受生产自动

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在“机器换人”的过程中面临技能退化和去技能化所带来的失业风险。

２． 低冲突性—低融入性：技能停滞（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数字技术低冲突性—数字社会低融入性代表个体技能变迁总体处于停滞状态（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表现为

数字技术无法完全替代劳动者的技能，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控制具体劳动内容的能力，人机关系相

对缓和。 然而，囿于个体的技能掌握层级较低，其在数字社会中处于低端体力劳动的劣势地位，劳动者

个体从属于机器。 以服务业中的“众包”模式为例，数字化“众包”将岗位技能需求无限拆解，不断解构

为微小的工作任务，具体工作内容呈现碎片化、颗粒化趋势，工作时间配置不再固定，而是基于一小时甚

至更小长度为单位的弹性化交易模式，①有利于劳动者自主安排个人时间，如外卖、快递等行业中派送末

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不确定性、灵活性使得当前的数字技术无法完全替代劳动者实现高度自动化

生产，机器的挤出效应较弱，劳动者依然处于岗位的核心位置。

“众包”模式对劳动内容的精细化解构降低了岗位技能门槛，一方面，形成以平台为中心的劳动过

程，劳动者充当任务的“接包者”，成为从事简单劳动的“局部操作工”，碎片化、低技能的工作内容导致

劳动者被长期锚定在某一特定工作。 另一方面，岗位技能的高度同质化与技能的低门槛需求，导致大量

低技能、无技能劳动者向“众包”模式服务业流动。 劳动者无须经过周期性、规范化的特定技能培训，只

要读懂平台的基本操作以及遵守平台指令的简单性应用即可投入工作，整体掌握的技能层次属于重复

性、标准化的简单体力劳动。 同时，较低的技能层次导致个体晋升空间狭窄，难以向高层次技能流动，叠

加工作内容单一化、常规化的双重作用致使劳动者难以在劳动过程中提升技能层次，形成低技能群体固

化效应，造成劳动者技能变迁停滞。

３． 低冲突性—高融入性：技能提升（ｕｐ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数字技术低冲突性与数字社会高融入性代表劳动者个体技能难以向数字技术转移，可替代性程度

低。 劳动者掌握的技能层次较高，涉及探索、创造等复杂脑力劳动，人机优势互补，劳动者通过新技术的

运用获取新知识并提升劳动能力，与数字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变迁，呈现正向的技能提升（ｕｐ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① 杨伟国、张成刚、辛茜莉：《数字经济范式与工作关系变革》，《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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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复杂脑力劳动无法向机器转移。 有学者将脑力劳动划分为原创性和重复性脑力劳动，前者

是探索和创造等一系列复杂过程，需要劳动主体具备创新能力、想象能力和情绪能力，后者则是基于已

有知识、经验和技能进行运用或再现，需要劳动主体具备记忆、计算和基础认知能力。① 当前，大数据、云

存储、算法等数字技术的扩散实现了重复性脑力劳动的转移，但数字技术难以实现原创性劳动的过程，

只能基于现有人类经验对劳动者的脑力劳动进行机械性复刻。 因此，机器难以替代劳动者，需要以人为

核心开展生产实践，机器发挥辅助作用。

另一方面，数字社会下工作环境的变迁塑造了技能需求的变化，要求特定岗位的劳动者提升技能层

次并承担新的职责。 从组织成长的视角看，伴随组织事务范围的扩张以及数字化的深度渗透，数字技术

将成为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求劳动者掌握和运用与新的数字技术有关的技能以拓展劳动能力的边

界，人机共存是未来的必然选择。 以政府部门中的管理者为例，随着管理者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的增

加，管理者既需要深化自身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还要掌握全面性的知识理解与考量综合性决策的能

力，使得管理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的专业知识与使用方法，对处理过

程、输出结果进行解读，同时还要及时应对工作中的突发状况，通过知识迭代提升技能水平以应对复杂

化的工作环境变迁，否则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４． 高冲突性—高融入性：再技能化（ｒ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数字技术的高冲突性与数字社会的高融入性代表劳动者的技能向数字技术大幅度转移，数字技术

重构劳动内容，催生了大量全新的、技能要求高且复杂的就业岗位，而劳动者需要通过学习、接受培训等

方式获得新技能并提升技能层级以适应全新岗位，体现再技能化的趋势（ｒ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一方面，人机冲突效应显著，推动劳动者向其他新岗位流动。 伴随工作任务的持续细化与自动化技

术、程序设计的完善，机器逐渐实现工作任务流程的完全自动化整合。 原有劳动岗位的劳动者在人机分

工细化的进程中被机器完全替代，被迫向组织内部或外部劳动市场流动，前者通过组织内部调整，如事

务拓展、增加新事务流程等方式创造新的岗位和劳动力需求，吸纳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②后者则是通过

劳动力市场流向其他同质性或异质性行业的新岗位。

另一方面，数字社会的高融入性代表劳动者掌握一定层次的复杂脑力劳动技能，能够通过培训等方

式获得全新技能以适应新岗位的技能需求，重新进入劳动过程。 从组织内部看，受机器挤出效应影响的

劳动者能够通过组织内部技能培训或轮岗制度等方式实现技能再造，使自身技能与新岗位工作内容达到高

度匹配性。 从外部劳动力市场看，新的工作岗位存在不同的技能门槛限制，需要劳动者通过新工作技能的

学习培训，如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班等方式实现外部转岗就业，进入新企业的劳动实践（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技能变迁类型

不同维度组合 劳动者
技能转移

劳动者
技能掌握层次 变迁结果 具体描述

数字技术高冲突性
—数字社会低融入性 替代性强 低 去技能化

（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劳动内容简化，
劳动者技能降级

数字技术低冲突性
—数字社会低融入性 替代性弱 低 技能停滞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劳动内容长期简单化、

碎片化，劳动者技能停滞
数字技术低冲突性

—数字社会高融入性 替代性弱 高 技能提升
（ｕｐｓｋｌｌｉｎｇ）

劳动内容扩张，劳动技能
升级适应岗位职责变化

数字技术高冲突性
—数字社会高融入性 替代性强 高 再技能化

（ｒ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
劳动内容重构，劳动者获
取新技能适应新岗位

①
②

陈尧、王宝珠：《替代与推升：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学习与实践》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何江、闫淑敏：《人机劳动分工：生成逻辑、模式类型与作用机制》，《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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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时代技能变迁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互嵌是一个创造与破坏相辅相成的长期过程，上述不同类型的技能变迁揭示

了劳动者技能变迁的复杂脉络，但技能变迁的非对称性与非同步性导致不同劳动者的技能变迁结果暗

含社会治理的潜在风险，具体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加剧、替代效应扩张、低技能劳动者边缘化等，这些需要

决策者重视负面技能变迁的消极影响。

１． 数字时代技能变迁的挑战

（１）社会不平等加剧

数字时代的分工会进一步扩大劳动技能鸿沟，催化岗位极化现象，加剧社会不平等。 《２０２３ 年未来

工作报告（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指出，未来预计产生大约 ２００ 万个新的数字化岗位，与数字技术有

关的岗位就业预计平均增加 ３０％ ，而文书、秘书等岗位受数字化影响较大，岗位数量减少速度最快。①

劳动分工细化导致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的失衡，一方面，中等技能劳动者的职责被分解为大量低技能劳

动者的岗位，在机器自动化的影响下呈现去技能化趋势，伴随自动化程度的提升可能面临失业风险；另

一方面，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内容趋于复杂化，通过知识迭代应对劳动需求变化，呈现再技能化趋势，与

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技能鸿沟扩大，导致技能溢价水平提升。

去技能与再技能化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 如机器与个体认知和隐性知识（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技能的良好互补性，②导致工资分配向拥有复杂脑力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倾斜。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增加

了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然而，低技能劳动者受工作内容简化的去技能化与机器挤出

效应的双重影响，薪资待遇难以上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差距在逐步扩大。

（２）替代效应扩张

数字技术的升级与劳动结构失衡加剧人机对立。 一方面，人类脑力劳动技能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数字技术进一步转移。 近年来，数字技术层面的突破推动了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迈进，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等技术革新赋予了人工智能更加强大的分析、运算能力，甚至取代了部分人脑创造性劳动，

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增强了对脑力劳动岗位的挤出效应。 部分需要专业技能的服

务岗位将伴随数字技术的演进实现客户（ｃｕｓｔｏｍｅｒ）与数字化的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直接互动，形成

客户自助式服务，③逐渐削弱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公共服务领域中通过政务机器人（ｃｈａｔｂｏｔ）替代一线街

头官僚提供高效、全天候的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加剧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效应。 随着人口红利消弭、劳动力成本攀升、人口

老龄化等社会因素对劳动结构的冲击，第二产业出现局部“用工荒”的困境，国家政策注意力逐渐从人口

红利转向技术红利，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以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制造业通过工业机器人弥补劳动

力空缺，加速企业“机器换人”的进程。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迭代推动劳动者知识需求提升，导致原有岗位

技能门槛提高，如随着生产机器的更新，生产线工人不再仅限于知悉新机器的操作方法、技巧，还要学习维

护设备、应急处理等其他方面的技能，导致受“机器换人”影响而脱离岗位的劳动者难以回到原有岗位。

①
②

③

Ａ． Ｄｉ 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Ｓ． Ｇｒａｙｌｉｎｇ， Ｅ． Ｈａｓｓｅｌａａ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ｏｂ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Ｇｅｎｅｖ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２３．
余玲铮、魏下海等：《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管理世

界》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Ｓ． Ｅ． Ｓａｍｐｓｏｎ，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ａｓ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２０２１， ｐｐ． １２２ ～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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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停滞

囿于技能层次的差异，低技能劳动者在整体劳动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受机器自动化的挤压与劳动

市场竞争的影响，低技能劳动者选择转向不稳定的灵活就业形式，成为按需应变、规模庞大的数字工

人。① “零工经济”吸纳了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群体，暂时缓解了就业压力。 然而，随着零工劳动者规模的

扩张超越用户需求的增长，零工劳动者获得平均分配的工作数量与薪酬水平下降。 同时，零工劳动者与

平台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导致平台往往将市场风险转嫁给零工劳动者。 社会保障与培训机

会的缺乏意味着零工经济者在失业后难以通过再技能化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导致技能变迁停滞。 究

其根源，在于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之间的断层。

实际上，灵活就业的不断分散和高度流动等特征决定了低技能劳动者获得再教育与培训的机会有

限。 一方面，低技能劳动者往往缺乏获得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时间和资源，主要从事简单、重复性的

体力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既无法通过轮岗实现技能提升，难以接触其他岗位的工作获取新技能，又因劳

动时间的增加缺乏学习新技能的时间；另一方面，技能培育的周期、成本与技能层级呈正相关，组织内部

往往将高层次的技能培训视为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故仅设置基本简单操作的技能培训环节，进而使得低

技能劳动者缺乏规范化、专业化的技能培训渠道。 此外，由于缺乏组织的培训引导与明确的职业发展规

划，低技能劳动者容易忽视再技能化的重要性，加剧低技能群体的固化效应。

２． 平抑技能变迁负面效应的应对策略

（１）保持产业转型与劳动者技能升级的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决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技术变迁推动了产

业转型，也对劳动力市场结构产生了冲击。 然而，服务业作为吸纳低技能劳动者的“蓄水池”，却缺乏技

能提升与再技能化的升级路径，导致劳动者技能无法适应市场需求。 因此，需要决策者制定促进产业转

型与劳动者技能的协同发展的战略，重点加强低端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形成以企业为核心、政府为保

障的完善的就业培训制度，提升对低技能劳动者群体的政策倾斜力度，增强低技能再培训的服务保障和

院校资源对接。 如在企业层面持续推行、深化特色技能轮岗制度，推动低技能劳动者向其他岗位流动以获

取新技能。

（２）重视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以缓解人机冲突矛盾

伴随数字化、自动化技术逐步走向成熟，人机共生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未来趋势，而“机器换人”本

质上也是劳动者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过程，倒逼劳动者适应数字化转型。 因此，从人机对立转向人机协

同需要劳动者掌握前沿数字技能，实现劳动过程中的人机和谐共生。 其一，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机混合

劳动用工模式，机器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劳动者，人类劳动者在更复杂、灵活的劳动中仍然具备优势，故需

要培养劳动者处理复杂数字设备的能力以提升自身优势，如设备维护、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其

二，完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针对新技术变化趋势，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针对先进

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等自动化、计算机应用程度较高的行业开办数字技能培训专班，加强劳动者对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

（３）完善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技能培养路径

造成劳动者技能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资源衔接不畅与职业规划观念匮乏，其本质是传统学历

① Ｍ． Ａｌｔｅｎ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Ｃｒｏｗｄ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 ２０２０， ｐｐ． １４５ ～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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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非传统再教育之间的断层，需要加强非传统再教育模式的终身学习技能培养路径。 可借由数字

平台的普及，扩展线上教育资源，建立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等线上教育一体化平台，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在

线免费开放式课程（ＭＩＴ 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ｓｅＷａｒｅ， ＯＣＷ）面向社会公开，提供超过 ２５００ 个校内课程的学习资源，

方便劳动者运用碎片化时间提升知识。 完善劳动者技能培育的规划路径，需要政府、企业、教育机构等

多主体为劳动者制定全面的职业建议和技能培养方法，开发各种支持性的学习项目和体系，为劳动者提

供灵活学习的机会，使劳动者获得符合国家资格标准、机构认证要求的学习成果认定。①

六、结论与讨论

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的互嵌塑造了数字时代下劳动者技能变迁的复杂结果，单维、线性的去技能化

或再技能化的判断无法囊括完整的技能变迁图景。 本文基于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两重视角对技能进行

解构，揭示数字技术与数字社会影响技能变迁的路径。 技术属性强调抽象层面的技术对个体技能的影

响，包括生产方式转型与生产工具变革两个方面，生产方式转型促进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形成负向降级

的劳动者技能退化，而生产工具变革推动知识更新，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 技能的社会属性从生产结构

调整与生产需求变化两个方面出发，强调社会变迁中更替的社会要素对个体技能的重新塑造。 社会分

工对劳动内容的进一步拆解使得劳动者的技能被长期锚定在低技能领域，引发技能降级的趋势。 同时，

工作环境的变化对岗位技能形成提升压力，要求劳动者学习新技能以适应生产需求的变化，推动技能升

级趋势。

具体来看，技能变迁类型可根据劳动者技能转移程度的数字技术冲突性与劳动者技能掌握层次的

数字社会融入性，划分为去技能化（ｄ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技能停滞（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技能提升（ ｕｐｓｋｉｌｌｉｎｇ）、再技能化

（ｒｅｓｋｉｌｌｉｎｇ）四种类型。 去技能化体现为特定岗位上的劳动者受机器挤出效应影响，掌握的劳动技能退

化。 技能停滞表示机器无法完全替代劳动者的技能，但受社会分工细化与劳动者技能掌握层次较低两

方面因素的影响，低技能固化效应被进一步强化。 技能提升代表特定岗位的劳动者技能向机器的可转

移程度较低，且劳动者能够通过知识迭代提升技能水平以提升劳动能力。 再技能化则体现为数字技术

对劳动内容的重构，劳动者需要获得新技能以适应新岗位。

然而，技能变迁呈现的非对称性、非同步性特征衍生出社会不平等加剧、替代效应扩张、低技能劳动

者的技能停滞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为此，决策者需要从保持产业转型与劳动者技能升级的协同发展、重

视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以缓解人机冲突和完善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技能培养路径等三个方面出发，平抑

技能变迁的负面效应。

作者单位：臧雷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东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温宇涵，中国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陈浩，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责任编辑：张陈一轩

① 林可、王默、焦帆：《通往终身学习“乌托邦”的实践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让学习成为现实的手册〉述评》，《开放教育

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